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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采用长三角地区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地区异质性视角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且Jacobs外部性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强于Porter外部性。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Mar外部性、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均能推动本地创新能力发展。不同类型的集聚外部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选择效应”。受地区差异因素影响，三种外部性的作用方向有所差异。这表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可以并存，结合地区特征的差异化、层次性的区域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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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3 to 2018,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ree externalities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mainly benefits from Porter externalities and Jacobs externalities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Jacobs externalities play a stronger role in driving innovation than Porter externalities. Mar externalities, Porter externalities and Jacobs externalities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in neighboring region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Different types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have "selection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action directions of the three externalities are different. This also shows that Mar, Jacobs and Porter externalities can coexis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differentiated and hierarchical regional policies combin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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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产业支撑。Krugman（1991）指出，与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更加明显的集聚性[1]。作为一种紧凑型空间发展模式，产业集聚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也是我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发展前沿阵地。长三角地区汇集了大量人力资本与资源，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然而，长三角地区存在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地区间的创新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相对而言，上海、江苏、浙江占据着长三角主要的创新资源，安徽成为创新资源的贫瘠区，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仍存在较大差异，制约着长三角地区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为从行业、区域和外部性异质性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较好的实证素材。如何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效应，实现区域内各城市联动、协同发展，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文献综述
    当把研究内容聚焦于产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时，国外内研究基本上来源于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主要包括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三种。Marshall（1920）最早关注产业集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指出产业集聚特定地区有利于新生意、新知识和新技能在企业之间传播利用，推动了企业创新。Arrow（1962）[2]和Romer（1986）[3]对Marshall外部性观点进行了拓展研究，指出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知识溢出带来的外部性（MAR外部性）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原因。与MAR外部性不同，Jacobs（1969）认为，那些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经济个体之间互补知识的交流和碰撞，是创新的主要来源[4]。Porter外部性理论没有将焦点放在企业的交易关联，而是着眼于竞争互动中所产生的知识溢出，认为竞争能够刺激技术模仿和传递，更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外部性，从而促进创新。Porter外部性认同Jacobs外部性关于竞争促进知识溢出的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产业内的有效竞争更有利于知识溢出。
虽然学术界广泛认同产业集聚对创新的推动作用，然而何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原因却存在较大争议，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流派观点。
观点一认为马歇尔外部性有利于创新（Kekezi，2019；陈大峰，闫周府，王文鹏，2020）[5-6]；观点二认为Jacobs外部性有利于创新。一些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MAR外部性具有时变性和不稳定性，专业化集聚对区域创新或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Agovino and Rapposeli，2015；洪群联，辜胜阻，2016）[7-8]。观点三认为两种外部性均有利于创新。两种外部性并非对立的，对区域内部企业创新活动同时产生积极作用（彭向，蒋传梅，2011；Nielsen et.al，2021）[9-10]。但是不同外部性的促进作用既存在行业差异，也存在区域差异，这也源于不同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张斌，沈能，2020）[11]或创新发展阶段（柳卸林，杨博旭，2020）[12]的差异。受不同条件所限，两种外部性的影响作用程度也存在差异。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Jacobs外部性影响最大，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MAR外部性作用最大（Neffke et.al，2011）[13]。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的作用程度大小还受到企业规模和集聚规模的影响（沈能，赵增耀，2014）[14]。
[bookmark: _Hlk89204805][bookmark: _Hlk89205088]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程中华（2015）采用专利授权量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15]。雷振丹，陈子真（2019）采用专利授权量作为区域创新的代理变量，以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的区域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均产生推动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效应更强[16]。从全国层面来看，杨仁发、包佳敏（2019）与之结论基本一致，且进一步指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差异[17]。从空间效应来看，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模式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对区域创新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吉亚辉，杨倩妮，2017）[18]。
[bookmark: _Hlk89205113]具体到某一区域视角下，陈恩，王惟（2019）选取广东省2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专利申请受理量来衡量区域创新能力，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19]。针对于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的研究，学者普遍从城市群的视角出发，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25个单体城市（谢露露，2019）[20]、长江经济带111个地级市（李永盛，张祥建，2019）[21]、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李勇辉，沈波澜，林森，2021）[22]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效应，且结论各有不同。可以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学者们基本均采用了单一指标来衡量区域创新能力，并未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计算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分析不同外部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时，学者们将重点放在了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上，忽略了Porter外部性的影响效应，而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于斌斌，吴丹（2021）[23]全面探讨了集聚的三种外部性，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
从现有研究来看，已有文献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在产业集聚之于区域创新的命题研究中，基本都采用专利受理量、专利授权量等单一指标作为区域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较粗泛，难以全面反映区域创新能力的真实水平。第二，基于外部性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缺少不同外部性视角下引发的影响差异和作用机制的深入分析，对Porter外部性的研究不足。
基于以上两点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在理论机制上，从外部性视角出发，深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考察地区差异视角下的外部性作用机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特征，构建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异质性角度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三种不同外部性作用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尤其关注Porter外部性的影响效应。
3.理论分析
3.1核心概念界定
3.1.1生产性服务业
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为满足中间需求而向其他企业和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从而使之实现进一步生产运作的服务性行业。 
[bookmark: _Hlk9864836]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的行业分类标准，综合考虑学界普遍分类方法和我国统计年鉴对于行业分类数据采集的历史变迁，将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七大类。
3.1.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本文以产业集聚的概念为基础、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特性，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界定为某个地理区域范围内，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满足企业自身生产需求、增强竞争优势、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目标而选择在空间位置上高度集中，不断推动各类要素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区域内汇集、集聚的现象和过程。
3.1.3区域创新能力
[bookmark: _Hlk82965654]本文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为目的，充分激发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及政府等主体的创新主观能动性，依托并高效配置区域内创新资源，持续地将知识、技术、信息等创新投入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进而实现新价值的综合能力。在区域创新能力这一形成过程中，可以将区域创新能力解构为区域创新承载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和扩散能力四个方面。
3.2集聚外部性的作用机制
3.2.1 MAR外部性视角下的作用机制
MAR外部性由相同或相似产业在同一地区空间集聚产生，具有专业化集聚经济效应，且主要通过专业化垄断市场机制、共享机制、专业化知识溢出机制和垂直专业性货币关联机制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专业化垄断市场机制是指集聚区企业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市场效应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共享机制是指集聚区企业通过专业化劳动力、交通、信息等地方研发基础设施以及中间投入产出品市场的共享与合作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专业化知识溢出机制是指相同或相似企业集聚通过专业化知识空间溢出而产生的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垂直专业性货币关联机制[24]是指基于产业企业间垂直方向专业性生产交易关联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
3.2.2 Jacobs外部性视角下的作用机制
[bookmark: _Hlk98450095][bookmark: _Hlk30060912]Jacobs外部性源于不同产业在同一地区空间集聚，具有多样化集聚经济效应，且主要通过协同匹配机制、多样化知识溢出机制、水平多样性货币关联机制和多样化竞争市场机制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协同匹配机制是指集聚区企业通过异质性、多样化的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协同匹配与互补而产生的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多样化知识溢出机制是指不同产业集聚通过多样化知识空间溢出而产生的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水平多样性货币关联机制是指基于不同产业企业间水平方向多样性交易关联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多样化竞争市场机制是指集聚区企业多样化协作竞争带来的市场效应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
3.2.3 Porter外部性视角下的作用机制
[bookmark: _Hlk77325431]Porter外部性是指基于产业企业的竞争互动关系而形成的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具有竞争性集聚经济效应，且主要通过共享机制、竞争性知识溢出机制和专业化竞争市场机制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Porter外部性视角下的共享机制并不强调企业间的生产交易关联，而突出同一产业内竞争激烈，更加侧重集聚区内制度环境等软性基础设施共享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竞争性知识溢出机制是指产业集聚通过竞争互动性知识空间溢出而产生的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专业化竞争市场机制是指集聚区企业专业化竞争带来的市场效应而产生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
3.2.4考虑地区差异视角下的外部性作用机制
[bookmark: _Hlk91662890][bookmark: _Hlk91660827]依据前文所述，可将外部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梳理为“外部性—集聚经济效应—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链条机制，且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外部性，表现为“专业化集聚经济效应”、“多样化集聚经济效应”和“竞争性集聚经济效应”。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选择效应”。受地区差异因素影响，三种外部性的作用方向有所差异。
在地区视角下，对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低创新能力地区和处于产业转型时期的中等创新能力地区，Mar外部性形成的“专业化集聚经济效应”能够满足当地较为单一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却无法适应高创新能力地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因而Mar外部性有利于中低创新能力地区的创新发展，却不利于高创新能力地区的创新发展。对于产业类型“大而多样”的中高创新能力地区，Jacobs外部性形成的“多样化集聚经济效应”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却无法与低创新能力地区的单一性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相匹配，因而Jacobs外部性有利于中高创新能力地区的创新发展，却无法带动低创新能力地区的创新发展。Porter外部性强调专业化产业结构与竞争性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类型较为单一的中低创新能力地区，专业集聚性较强，随着创新产品的上市以及知识技术的迅速传播，Porter外部性的竞争性知识溢出机制和专业化竞争市场机制推动了区域创新。高创新能力地区处于多样化的环境中，需要汲取产业间的创新灵感和思路匹配到各自的创新产品中，Porter外部性的专业化竞争市场机制不利于创新成果产出，阻碍了创新发展。
4.研究设计
4.1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部性的测度
[bookmark: _Hlk62114783]外部性通常使用相应的指数进行衡量，本文借鉴于斌斌（2019）[25]的测算方法，采用专业化指数衡量MAR外部性，多样化指数衡量Jacobs外部性，竞争性指数衡量Porter外部性。借鉴刘胜、顾乃华（2015）[26]的方法，选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取对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1）
                       （2）
                   （3）
其中，为城市i中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j的就业人数占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长三角地区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j的就业人数占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用区位熵来衡量的i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通过对比某产业就业人数在当地和高一级经济体的比重来测算区位熵；表示i地区市场竞争程度。
4.2 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
4.2.1 长三角地区创新特征
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呈现四个典型特征：第一，长三角地区企业众多、创新活跃，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为区域创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作为“有形之手”，地方政府发挥了其创新引导作用。第三，长三角区域内部产业分工有序，竞争与合作并存，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通过产业链合作实现创新链构建、进而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跨地区协同创新发展。第四，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外资吸引能力强，外向型经济度较高，有利于实现以开放促进创新。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区域协同、开放创新、具有特色化的区域创新体系。
4.2.2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长三角地区创新特征，依据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综合参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3）[27]、万勇，文豪（2009）[28]、张婧等（2021）[29]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反映特征

	创新承载能力
	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反映区域创新环境基础

	
	每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
	反映区域智力资本

	
	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产值比重（%）
	反映创新“先导”部门的创新结构关联效应

	
	工业增加值占区域工业增加值比重（%）
	反映区域产业基础

	
	地区城市化水平（%）
	反映社会资本

	创新投入能力
	[bookmark: _Hlk81488942]每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人）
	反映R&D人员投入程度

	
	[bookmark: _Hlk81488983]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反映R&D经费投入程度

	
	[bookmark: _Hlk81489020]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反映政府的创新投入程度

	创新产出能力
	发表科技论文数（篇）
	反映上游创新产出指标

	
	国内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件）
	反映中游创新产出指标

	
	高科技产业总产值（亿元）
	反映下游创新产出指标

	创新扩散能力
	[bookmark: _Hlk81491749]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
	反映吸收国际技术溢出能力

	
	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万元）
	反映从外部获得的总技术

	
	大中型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万元）
	反映从外部获得的有效技术

	
	大中型企业购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万元）
	反映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技术



本文在传统主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参考叶明确，杨亚娟（2016）[30]的做法，采用改进的非线性主成分分析法对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4.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4.3.1 模型设定
本文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设定区域创新的知识生产函数如公式（4）所示，
           （4）
其中，表示地区i初始的技术水平，为外生技术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MAR外部性的弹性系数，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Jacobs外部性的弹性系数，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Poter外部性的弹性系数。对公式（4）两边取对数，引入控制变量进行模型完善，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5）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表示区域创新指标；表示空间相关系数，用来捕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反距离权重矩阵；K表示研发资本存量；L表示研发人员投入；X表示四大控制变量。和分别表示行业个体效应和无法观测的因素。
4.3.2 变量选取与指标说明
模型中，区域创新能力（Y）为被解释变量，依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非线性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来；解释变量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采用前文的专业化集聚指数、多样化集聚指数和竞争性指数来衡量。根据以往研究，选取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度、地区规模和政府作用这四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衡量区域基础设施建设（infra）；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开放程度（open）；地区人口数衡量地区规模（pepl）；各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政府作用（gov）。
限于篇幅，本文未将改进的非线性主成分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和计算结果置于文中，备索。
4.3.3 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公布的各地区年度科技数据、宏观经济数据作为获取数据的基础，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
4.4 实证结果分析
4.4.1 总体影响效应计量分析
[bookmark: _Hlk90241186]本文遵循从传统计量模型检验到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的逻辑，首先构建混合OLS模型、空间固定、时间固定、空间时间双固定的非空面板4种模型，由此来判断是否可构建空间模型。采用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LM-sar和LM-error）及其稳健形式（Robust LM-sar 和 Robust LM—error）、Hausman 检验、Wald检验，最终确定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检验结果（见表2），均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且Jacobs外部性的系数大于Porter外部性的系数；Mar外部性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即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性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强于竞争性集聚。这一结论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有关，长三角地区不仅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集聚地，更是高校、研究院所、跨国公司的集聚地，不同产业的集聚带来了产业、产品和经济的多元化，能够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激励城市创新主体不断的更新现有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强化了不同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通过协同匹配、多样化知识溢出、多样性交易关联以及多样化协作竞争带来的市场效应推动了区域创新发展。多样化的产业易于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生产性服务业竞争性集聚通过竞争互动性知识空间溢出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上述结论再次印证了不同集聚外部性之间并非完全排斥这一观点。空间效应方面，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滞后项均显著为正。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性集聚均能推动本地创新能力发展，这主要得益于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在地理相邻区域间不断扩散，进而带动创新。
控制变量方面，研发资本存量、研发人员投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开放程度和政府作用均能促进本地创新能力提升，城市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全部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均不显著，尚未对周边地区形成空间溢出，后文将进行空间效应分解进一步分析。

表2 不同外部性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无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重固定效应

	LnMAR
	-0.090 8*
（-1.949 8）
	-0.043 3
（-0.977 5）
	0.007 7
（0.175 2）
	-0.025 8
（-0.542 6）

	LnJAC
	0.113 2***
（3.814 1）
	0.106 7***
（4.022 9）
	0.130 7***
（5.024 2）
	0.154 5***
（5.101 1）

	LnPorter
	0.061 1***
（2.657 0）
	0.125 5***
（4.117 2）
	0.112 6***
（3.849 0）
	0.079 8***
（3.409 7）

	LnK
	0.123 7***
（7.570 4）
	0.147 9***
（8.336 1）
	0.132 7***
（7.744 1）
	0.120 9***
（7.257 2）

	LnL
	0.088 3***
（4.844 2）
	0.097 7***
（4.883 9）
	0.100 5***
（5.274 0）
	0.086 4***
（4.775 2）

	Lninfra
	0.271 4***
（10.838 7）
	0.155 8***
（5.414 3）
	0.170 0***
（6.069 0）
	0.265 1***
（10.652 4）

	Lnopen
	0.0347***
（3.3242）
	0.100 8***
（5.976 8）
	0.087 5***
（5.352 6）
	0.026 3**
（2.409 8）

	Lnpepl
	-0.020 5
（-1.235 6）
	-0.031 2
（-0.700 3）
	-0.058 4
（-1.369 3）
	-0.024 9
（-1.485 8）

	Lngov
	0.041 7
（1.398 4）
	0.005 1
（0.171 0）
	0.045 1
（1.159 9）
	0.088 5**
（2.215 3）

	WLnMAR
	0.075 3
（0.387 7）
	-0.379 4**
（-2.110 2）
	0.350 4
（1.300 8）
	1.181 6***
（3.744 0）

	WLnJAC
	0.062 2
（0.481 3）
	-0.139 9
（-1.214 6）
	0.174 1
（0.978 5）
	0.779 0***
（3.610 6）

	WLnPorter
	0.301 8**
（2.170 8）
	0.078 2
（0.522 1）
	0.120 7
（0.595 0）
	0.474 0***
（2.794 4）

	WLnK
	0.030 2
（0.523 0）
	0.052 6
（1.009 4）
	-0.059 5
（-0.605 9）
	-0.036 0
（-0.386 1）

	WLnL
	-0.262 7***
（-3.764 0）
	-0.255 6***
（-3.639 1）
	-0.279 7***
（-2.608 4）
	-0.170 8
（-1.591 9）

	WLninfra
	-0.418 9***
（-3.734 8）
	-0.331 5***
（-3.229 0）
	-0.123 4
（-0.660 8）
	-0.212 3
（-1.281 8）

	WLnopen
	0.029 7
（0.590 2）
	-0.033 8
（-0.555 0）
	-0.182 8*
（-1.649 2）
	-0.031 5
（-0.402 5）

	WLnpepl
	-0.061 7
（-0.559 2）
	-0.239 6
（-0.874 8）
	-0.708 9**
（-2.123 7）
	-0.154 1
（-1.216 5）

	WLngov
	0.660 3***
（5.784 7）
	0.371 0**
（2.569 7）
	-0.037 0
（-0.157 3）
	-0.026 8
（-0.120 2）

	Wdep.var
	0.204 9**
（2.183 7）
	0.264 9***
（2.753 7）
	-0.269 9**
（-2.032 8）
	-0.304 9**
（-2.340 0）

	Log-likelihood
	245.722 2
	416.910 7
	272.037 0
	445.109 0

	
	0.865 5
	0.920 5
	0.876 3
	0.926 8

	LR-spatial fixed
	384.085 4***

	LR-time fixed
	151.228 4***

	Hausman检验
	88.351 3***

	Wald_spatial_lag
	28.679 7***

	Wald_spatial_error
	41.133 2***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0.01,0.05,0.1,圆括号内为t检验值。

进一步地，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3。Mar外部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这说明，虽然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无法促进本地创新，但是本地创新发展能够从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中明显受益。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性集聚不仅有利于本地创新，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控制变量方面，研发资本存量和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尚未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研发人员投入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效应不显著；这可能由研发人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抢夺与竞争、缺乏统筹协调所致。政府作用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城市规模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表3 不同外部性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MAR
	-0.043 3
（-0.905 9）
	0.944 7***
（3.686 0）
	0.901 4***
（3.372 1）

	LnJAC
	0.143 4***
（5.019 7）
	0.580 9***
（3.380 5）
	0.724 3***
（4.054 5）

	LnPorter
	0.073 7***
（3.237 4）
	0.350 9**
（2.581 9）
	0.424 6***
（2.954 0）

	LnK
	0.122 3***
（7.361 7）
	-0.061 8
（-0.858 4）
	0.060 5
（0.814 5）

	LnL
	0.088 8***
（4.817 8）
	-0.148 5*
（-1.747 5）
	-0.059 7
（-0.685 8）

	Lninfra
	0.268 2***
（10.506 6）
	-0.227 5*
（-1.778 2）
	0.040 7
（0.315 3）

	Lnopen
	0.026 8**
（2.669 7）
	-0.029 6
（-0.478 0）
	-0.002 8
（-0.043 3）

	Lnpepl
	-0.022 8
（-1.413 8）
	-0.113 0
（-1.103 4）
	-0.135 8
（-1.246 2）

	Lngov
	0.095 3**
（2.355 5）
	0.538 0**
（2.686 5）
	0.633 3***
（3.112 8）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0.01,0.05,0.1,圆括号内为t检验值。
[bookmark: _Hlk74085572]4.4.2 分区域影响效应计量分析
[bookmark: _Hlk74435046][bookmark: _Hlk74254494]依据前文测算得到的各地区2003-2018年创新能力水平得分值的加总合计，通过matlab软件编程、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法对长三角区域内41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分类，划分为高创新能力地区、中等创新能力地区和低创新能力地区。
[bookmark: _Hlk90194606][bookmark: _Hlk74470856]依据检验结果（见表4），三类地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均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不同外部性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际差异。对于高创新能力地区而言，Mar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负，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Jacobs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Porter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负，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中等创新能力地区而言，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二者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未通过检验。Porter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对于低创新能力地区而言，Jacobs外部性的系数和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不显著。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二者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bookmark: _Hlk90194916]这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上得到解释：其一，高创新能力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率先实行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逐渐从单一、低端向多样、高端演进，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难以满足高创新能力地区创新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空间影响来看，在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下，MAR外部性所产生的共享机制和Jacobs外部性所产生的协同匹配机制、多样化知识溢出机制均有助于地区间协同创新，有效带动了周边地区创新发展。其二，随着高创新能力地区向中低创新能力地区实施产业转移，中等创新能力地区兼蓄并收，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使得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方式都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显著的带动创新发展。空间影响来看，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尚未实现空间联动、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创新发展。其三，低创新能力地区的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滞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因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较为单一。空间影响来看，MAR外部性的专业化垄断市场机制有利于本地创新，却不利于周边地区创新。此外，高创新能力地区对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多样化需求，Porter外部性引发的产业内的激烈竞争无法适应多样化知识溢出的需要，从而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Porter外部性阻碍了高创新能力本地创新发展，也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创新发展。相反，中、低创新能力地区产业类型较少，专业化集聚程度更高，产业内的竞争较为激烈，创新活动频繁，从而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Porter外部性推动了中、低创新能力地区创新发展。空间影响来看，中等创新能力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兼蓄并收，形成了良好的开放竞争文化氛围，Porter外部性下的共享机制有利于本地与周边地区协同创新发展。低创新能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专业化竞争市场机制不利于周边地区创新发展。
控制变量方面，三类地区中，不同控制变量对本地创新和周边地区创新的空间效应均存在差异，这与不同地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外资利用水平等因素相关，在此不做详细解释。

[bookmark: _Hlk74214110]表4 基于地区差异下不同外部性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高创新能力地区
（双重固定效应）
	中等创新能力地区
（双重固定效应）
	低创新能力地区
（双重固定效应）

	LnMAR
	-0.891 6**
（-2.441 7）
	0.046 6***
（3.075 7）
	0.161 2***
（4.693 4）

	LnJAC
	0.038 3**
（1.995 5）
	0.054 0***
（2.692 3）
	-0.025 2
（-0.346 3）

	LnPorter
	-0.041 4***
（-2.630 5）
	0.051 1***
（3.375 3）
	0.142 5*
（1.937 2）

	LnK
	0.114 3***
（6.680 7）
	0.073 3***
（4.447 4）
	0.134 1***
（4.318 9）

	LnL
	0.001 4
（0.093 0）
	0.112 7***
（6.457 1）
	0.093 6**
（2.277 5）

	Lninfra
	0.010 0
（0.549 4）
	0.079 2***
（3.510 1）
	0.353 2***
（4.282 6）

	Lnopen
	0.005 3
（0.490 9）
	-0.020 7
（-1.029 5）
	0.108 6***
（2.641 2）

	Lnpepl
	-0.002 5
（-0.105 6）
	0.121 0***
（3.135 2）
	0.021 5
（0.282 7）

	Lngov
	0.068 3*
（1.922 0）
	0.067 6***
（3.276 7）
	0.038 3
（0.271 6）

	WLnMAR
	0.440 1***
（3.827 5）
	0.020 0
（0.118 5）
	-0.581 9***
（-4.020 6）

	WLnJAC
	0.360 6***
（3.084 8）
	0.045 6
（0.480 7）
	-0.389 1
（-1.105 5）

	WLnPorter
	-0.017 8
（-0.324 4）
	0.302 2**
（2.322 4）
	-0.552 9*
（-1.759 2）

	WLnK
	-0.118 5***
（-3.263 6）
	0.061 9
（0.794 2）
	0.464 1***
（3.957 4）

	WLnL
	0.041 4
（0.815 6）
	0.131 0
（1.462 3）
	-0.553 9***
（-3.267 4）

	WLninfra
	0.152 5***
（2.597 6）
	-0.044 4
（-0.397 2）
	-0.263 3
（-0.834 5）

	WLnopen
	-0.062 8**
（-2.015 4）
	0.279 8***
（2.723 1）
	-0.167 9
（-1.030 3）

	WLnpepl
	0.307 9***
（3.075 0）
	-0.297 4**
（-1.991 1）
	0.080 5
（0.234 4）

	WLngov
	-0.215 5
（-1.482 5）
	0.144 6*
（1.879 0）
	-0.097 4
（-0.199 9）

	Wdep.var
	-0.350 9**
（-2.076 2）
	-0.639 9***
（-4.090 5）
	-0.355 9**
（-2.508 0）

	Log-likelihood
	356.610 4
	391.817 5
	101.158 6

	
	0.947 2
	0.923 6
	0.895 5

	LR-spatial fixed
	106.049 5***
	106.539 4***
	67.901 3***

	LR-time fixed
	107.823 7***
	132.289 1***
	89.347 7***

	Hausman检验
	52.810 7***
	60.849 8***
	58.630 9***

	Wald_spatial_lag
	41.535 0***
	45.847 5***
	49.461 9***

	Wald_spatial_error
	39.821 8***
	35.744 7***
	49.534 1***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0.01,0.05,0.1,圆括号内为t检验值。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对全样本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采用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区域创新能力。这也是学术界最普遍广泛采用的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如卞元超等（2019）[33]、雷淑珍（2021）[34]等。第二，改变空间权重矩阵设置。借鉴张学良（2012）[35]的做法，采用各城市人均GDP构建经济距离矩阵进行估计。通过上述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_Hlk91662934][bookmark: _Hlk91663347]本文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如下：长三角地区，不同外部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区际差异，应当结合地区特点与行业特点来发挥集聚外部性的创新效应。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于低创新能力地区而言，应注重发挥Mar外部性优势，不可片面追求生产性服务业“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应基于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发展与低创新能力地区支柱性产业关联性强的生产性服务业。依托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强势产业，培育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入整个区域的分工，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互补和协同关系，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助力区域创新发展。对于中等创新能力地区，应当在适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基础上创造Jacobs溢出，重视多产业、多样化的知识溢出，以“多样化集聚为主、专业集聚为辅”的模式引领产业和创新能力更高阶发展。对于高创新能力地区而言，应坚持多样化集聚模式，不断扩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和服务外延。利用其显著的Jacobs溢出，推动产业内、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扩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充分发挥其“孵化创新”的作用，提供更广泛的区域知识交流平台，推动创新。
第二，由于邻近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负向溢出，通过区域统筹规划、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集聚就显得尤为重要。长三角地区一些城市要素禀赋和地理条件颇为相近，应在考虑长三角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布局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促进区域分工、错位发展与差异化竞争，避免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的困境，推动区域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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